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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華文戲劇」之前，有必要先重構這個概念形成的過程，以及它的內容與目的，概念輪廓描繪出來之後，才能夠進行進一步討論其認同的差異政治與解構成份，所以我是將再現與建構先放在一起談，再將認同政治與解構放在一起談。

「華文戲劇」做為一個概念，到目前為止，尚無嚴謹周延的定義與範疇，大致指的是以華文寫作、華語演出的現代戲劇，主要是從戲劇學界的交流活動開始使用的。回到歷史，第一次以華文戲劇為名所進行的學術交流活動，是1993年12月於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當代華文戲劇創作國際研討會」；三年之後，1996年8月於北京舉辦了「96中國戲劇交流暨學術研討會」，除了研討會之外，尚有演出十三台戲，香港三台，台灣一台，大陸九台，所有參與研討會的戲劇學者和演出的演職人員總計六百多人，無疑是一次大型活動，當然也將「華文戲劇」從概念往交流活動的方向推到一個高潮，並達成每隔兩年、四地輪辦（大陸→香港→台北→澳門）的共識，隨後更追認此為「第一屆華文戲劇節（北京‧1996）」，到目前為止，已經成功地在北京（1996）、香港（1998、2007）、台北（2000、2009）、澳門（2002）、雲南（昆明‧大理‧香格里拉，2004）舉辦過了七屆華文戲劇節。另外，為了展示與總結1993年至2003年華文戲劇作品的成就，香港中文大學的邵逸夫堂繼1993年的「當代華文戲劇創作國際研討會」，2004年舉辦了「十年建樹1993-2003華文戲劇作品研討會」。其餘相關的研討會與戲劇交流合作，也日漸頻繁。

看得出來，「華文戲劇」這個概念的整個建構過程，在語用學上，具有戲劇學術界推往劇場實務界的傾向，意思是說，它是透過研究、論文書寫、研討會、出版、教學、評論等構成的學術機制運作，逐漸形成的一個概念術語，然後回過頭又去描述華文戲劇發展及交流的概況，而隨著傳媒的報導與華文戲劇交流的日趨熱絡且更具規模，劇場界也漸漸有人使用這個詞語，但也產生一些認知上的歧義。

「華」這個概念內涵既多且雜，所包含的地理範圍不應單單只是輪辦華文戲劇節的所謂「兩岸四地」（這個詞語顯然仍是一種「中國性」的霸權話語，雖然表面上偽裝成「中華民族，血濃於水」），離散世界各地華人社群裡頭所發生的華文戲劇活動，也應都在考量與研究之列；「華」不再是一種統攝內蘊的民族主義情感，而是一個外向多元的超國籍跨文化格局，尤其在歐美或東南亞，華文戲劇是處在非主流甚至是受雙重或多重壓迫的文化地位，可能被當地的強勢戲劇文化漸漸收編、同化、淹沒，甚至是消亡，當地的華文戲劇工作者既要面對他們所在國家或地區的政治文化、價值觀念、生活方式，還要不斷地對自我的文化身分認同進行思索或質疑，多重的外在與內在壓迫，無根的飄零與失落感。

離散的華文戲劇有其自我邊緣化與被邊緣化的危機，「兩岸四地」圈內的「華文」戲劇也不見得輕鬆自在，大陸基本上是漢語（普通話）獨尊，台灣主要也有「國語」與「台語」，港澳通用兩文三語（中文、英文、普通話、廣東話、英語），一直是處於華文戲劇節「觀察者」角色的新加坡則更是有三族四語（華族／語、印度人／淡米爾語、馬來族／語、英語），我們尚未將各地區少數民族的方言計入，這些種族、語言、文字所構成的複雜度與多樣性，再加上各地的地理、社會、政治、經濟環境不盡相同，導致在華文戲劇的研究上，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各自修行、各唱各調的現象。

最初，華文戲劇主要指的是華語文話劇，不包括戲曲；這種界定與排除，立即產生問題。「話劇」基本上已經屬於歷史名詞，「戲劇」一般是被理解為以對話為主、以文字劇本為中心的演出，「戲曲」以演員的表演文本為核心，更貼近劇場藝術的本質，但卻被排除，這些在在都顯現了「華文戲劇」做為一個概念詞語的問題重重，林奕華提出「華文劇場」以代之（於1998年第二屆華文戲劇節上的發言），馬森提出「華文現代戲劇」以代之（於2002年第一屆「新世紀文學文化研究的新動向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台灣與新加坡華文現代戲劇的發展與對照）；後來到了第五屆華文戲劇節，雖然有「即是以中華民族之象形會意的方塊字作為主要的語言符號和交流工具的戲劇」這麼冗長的「顧名思義」，但和原初的概念指涉並無大異；顯然，這個延用了十多年的概念詞語，在連連地被質疑與敲打中，還是一路地往前邁進。

田本相在第二屆的華文戲劇節（香港，1998）上，曾經發表一篇〈華文戲劇交流的近況與展望〉，文中提出四點對於華文戲劇交流不成熟的展望看法：【1】多樣性與共性並存的格局、【2】平等而謙虛的態度、【3】寬容而理解的心態、【4】世界的整體的視野；看起來有儒家傳統的謙冲與仁恕，也有新世紀的務實與超越，他還說：「差異，既提供了相互借鑒學習的可能和必要，也可能帶來戲劇見解的分歧，而分歧不能成為學術的偏見，而應成為得以相互探討和啟迪的機遇。」在華文戲劇節學術運作機制上居要位的他，也相當熟悉各地對於華文戲劇的認同差異，他提出這個「取長補短，求同存異」的指導方針，但是對應於實際情況，恐怕之間的落差仍大。

「華文戲劇」這個鬆散的概念，再現到現實裡頭，也還是千差萬別。從1988年台灣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直到1996年李登輝訪美導致兩岸關係低潮，甚至引發台海飛彈危機，其間的八年（1988-1996）兩岸三地民間與半官方的交流氣氛熱絡（辜汪會談、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等），「華文戲劇」的學術交流與概念成形，會在那樣的時空背景下逐步成形，既是偶然，也是應然。故在所謂中華民族的文化召喚之下，兩岸四地成為運作輪辦的核心儼然成了定論，在第三屆至第四屆華文戲劇節期間，組成了「華文戲劇節聯絡委員會」，後來改組正式成立「華文戲劇節委員會」，並定有〈華文戲劇節委員會章程〉。

新加坡曾積極爭取第五屆的舉辦權未果，畢竟若有一國打破兩岸四地輪辦的規範模式，可能會落入1999年李登輝所提「兩國論」的頓時落實，台灣的主辦者身份位階立即會提昇為「準國家」；因此，幾次華文戲劇節的主題都極力地去政治化，如第二屆的「新世紀的華文戲劇」、第三屆的「華文戲劇的根、枝、花、果」、第四屆的「近二十年華文戲劇的回顧與展望」、第五屆的「兩岸盛典，四地弦歌」、第六屆的「華文戲劇百周年」，不是強調時間（新世紀、近二十年、百周年）與空間（兩岸、四地），就是強調累積與前瞻（根枝花果、回顧展望、盛典弦歌）。

相對於「核心」的兩岸四地，歐美與東南亞華文戲劇成了「邊緣」，在研討會的議程與身分的編配上，通常被定為「外地」、「海外」、「華僑」，而他們在當地多半自我定位為「華語劇場」，成了「邊緣的邊緣」，這和華文戲劇的概念亦有差別；到目前為止，只有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愛爾蘭的華文戲劇／華語劇場研究者或工作者在「華文戲劇節」這個「核心殿堂」發過言或提有論文，其他地區或國家的華文戲劇／華語劇場研究者或工作者尚屬沉默；有趣的是，來自歐美、日韓的外國戲劇學者，參與論述的熱情卻久高不下，這和世界學術界的「漢學」研究（對漢文化的異國情調心理反應之一）倒是若合符節。

「華文戲劇」終究還是一個有問題的概念，它不斷地自我建構，也不斷地自我解構，從這個詞語被創用的第一天開始，就一直有擁護愛用者，也一直有補充修訂者、建議改名者、理性批判者、大肆躂伐者、置身事外者、不予理會者、嗤之以鼻者……等；在後殖民的語境中，它永遠不可能有單一權威的完備定義與界定清楚的一天，我們所能夠做的，恐怕還是只有不斷地敲打它、質疑它、重寫它與解構它了。
【貳】現象篇
一開始，我對當代華文劇場的印象多半是透過閱讀，而且是一種偶一為之、片斷、碎裂、不成體系的閱讀，縱有機會與相關的人士接觸，大半也都是在學術研討的場合裡，社交禮儀的成分居多，喜歡在場邊觀察的我，對臺灣甚至是臺北以外的當代華文劇場發展現況，一方面總是無法深入其境，尤其是各地華人城市劇場的創作展演與生態；另方面卻也激發我更大的研究興趣，對我來說，這是需要像人類學家蹲點做田野工作般地付出時間、心神、精力，才能獲致一些初步成績的，本文主要就是摘記我這幾年參與和觀察這個領域的浮光、掠影與印象。

先從近年幾部甫獲歐美劇場大獎與關注的劇本中譯改編演出談起，包括像《ART》、《陰道獨白》、《4.48》、《求證》、《哥本哈根》、《黑鳥》等，連番在上海、臺北、香港、新加坡等城市，均有劇場工作者將其搬上舞台，而且多獲得觀眾的青睞與喜愛。從製作者的角度來看，引介歐美當代獲獎作品，總是希望獎的光環能夠刺激票房的買氣，不過倘若我們放到歷史的脈絡裡，便可以清楚地發現，「誕生」了一百年 的華文現當代話劇，似乎仍未從西來移植中斷奶，相較西方劇本中譯傳入華人世界的數量，華文劇本外譯到西方則是少之又少，影響力更是微乎其微，其中較為著名者大致有曹禺的《雷雨》、老舍的《茶館》以及賴聲川所帶領集體即興的《暗戀桃花源》。

同時間，歐美的音樂劇（主要是英、美、法）也在全球化的浪潮衝擊下，大量地傾銷到亞洲，當然也包括主要的幾個華人城市，有些是民間的藝術經紀公司買進來的，也有些是官方居中介入、打著藝術節名義所策劃的，音樂劇儼然成為新中產階級為自己做文化粧點的入口之一，隨之而來的周邊文化商品經濟，以及部分大陸戲劇院校開始開設相關的學習課程，預計培養更多的相關創作與表演人才，透過經濟與文教的兩大渠道，成為歐美音樂劇文化工業的一環；至於是否能夠形塑出華文音樂劇的文化主體性，則有待觀察。

如果我們把目光更聚焦於亞洲的當代華文劇場，能夠穿州過省、縱橫不同的城市演出，而且能夠引起相當關注與討論的劇目，大概就屬早已成為話劇經典的《雷雨》和《茶館》，和近幾年成為熱演話題的表演工作坊《暗戀桃花源》、《寶島一村》，以及非常林奕華的《包法利夫人們》、《水滸傳》、《西遊記》、《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男人與女人之戰爭與和平》。仔細分析這其中的緣由，《雷雨》和《茶館》有其作品本身的藝術成就，包括語言、人物與文化意涵，隨著歲月的洗練與沉澱，仍不減其藝術鋒芒，足可列入世界戲劇經典之林。《暗戀桃花源》及《寶島一村》憑靠的是劇中角色人物與當代華人的離散經驗契合，還有對於安身立命的認同追尋，對於中華文化底蘊的共同趨向，以及對於心靈烏托邦的寄掛。至於非常林奕華的幾個戲，則善用媒體文化，名人形象透過媒體可以大量複製並無遠弗屆，片斷的結構不但不影響觀眾對非常林奕華作品的瞭解，並且與當代人們的認知經驗若合符節。不論是從形式或從內容，這幾個顯例，都是在華文戲劇界的基礎上找到一些共通的文化語彙或情感元素，進而配合宣傳與造勢，成功地將作品推銷到不同的華人城市，這或許也是往後想走類似的規模文化經濟路線者，可以參酌的操作方向。

至於高行健的作品通行華人城市無阻，走的明顯是另外一種路數：諾貝爾「黃袍」加身，舉世華人與有榮焉，臺灣高價為其量身製作《八月雪》，也曾邀請其成為駐臺北市作家，香港方梓勳為其英譯多部劇作，新加坡國家美術館接受其創作的巨型水墨畫作《晝夜》並舉行其自編自導自演的導演《側影和影子》等相關交流活動，每有華文戲劇的相關研討會，他的劇作也常成為討論焦點，大陸方面甚至在這幾年也對其評價略做修正，許多人買全（或買了大部分）他的著作卻沒看過幾頁……這些反應，和獲獎之前的他，簡直是天差地別。說到獎，目前各地華人地區多設有大大小小的獎項，以鼓勵劇場創作者，舉其要者，香港戲劇協會設有「香港舞台劇獎」，臺灣有「台新藝術獎」，新加坡有「生活！戲劇獎」，大陸甚至有「文化精品工程」的設置，有些是會員才能夠入圍參加，有些是砸錢辦獎，有些則是同時鼓勵創作與評論，但尚未有針對華文劇場所辦的獎項，可能執行的難度太高了，公信力也會是個極大的問題。

龍應台2007年在《亞洲週刊》二十週年的慶祝晚宴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從哪裡來，往哪裡去〉的演講 ，她指出華文世界非常廣大，佔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也曾與歷史的變革緊密互動，但它卻也四分五裂，隔著巨大的牆。這點對我在觀察與體驗當代華文劇場界之間的互動與交流，也深有同感。這學期我在臺北藝術大學的戲劇系開設了兩門課：「中國戲劇現當代」與「香港劇場」，前者因為是主修理論、劇本創作同學的必修課程，所以人數雖少，畢竟課是開成了，在有限的授課週數裡，我希望同學可以透過閱讀、討論與觀賞相關影像資料的方式，瞭解並掌握晚清以來的中國現當代戲劇，他們至少會接觸到于伶的《夜上海》（1939）、曹禺的《北京人》（1941）、夏衍的《法西斯細菌》（1942）、歐陽予倩的《桃花扇》（1947）、老舍的《龍鬚溝》（1950）、田漢的《關漢卿》（1958）、郭沫若的《蔡文姬》（1959）、沈西蒙、漠雁、呂興臣等人所合寫的《霓虹燈下的哨兵》（1964）、宗福先的《於無聲處》（1978）、孫惠柱與費春放夫婦所合寫的《中國夢》（1987）、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樓》（1988）、過士行的《棋人》（1994）與萬方（曹禺的女兒）的《有一種毒藥》（2006）等跨越六、七十個年頭的創作劇本，再從這些作品延伸出去，觸及作者、時代與相關的戲劇比較課題，將它們置於上、下一世紀，東、西十萬里的時空座標之中，找出它們在戲劇史的脈絡與定位。開學初和同學們懇談，不出意料地，他們多半只對曹禺的《雷雨》和老舍的《茶館》有較多的認識，其餘基本上一片空白。

說到「空白」，學生們對香港劇場的印象，竟然嚴重偏食到幾乎只剩下「林奕華」，為此，我特地開設了「香港劇場」這門選修課，規劃從歷史、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來介紹香港劇場，上課方式大致和「中國戲劇現當代」類似，只不過劇本的菜單換成了姚克的《陋巷》（1962）、杜國威和蔡錫昌合編的《我係香港人》（1985）、袁立勳和林大慶合編的《命運交響曲》（1986）、陳尹瑩的《花近高樓》（1988）、陳敢權的《大屋》（1990）、陳尹瑩的《如此長江》（1991）、杜國威的《我和春天有個約會》（1992）、莫昭如的《吳仲賢的故事》（1997）、陳炳釗的《飛吧！臨流鳥，飛吧！》（1997）、何冀平的《德齡與慈禧》（1998）、詹瑞文與甄詠蓓改編自尤涅斯科《椅子》的《兩條老柴玩遊戲》（1999）、陳敢權的《周門家事》（2000）以及林奕華與邁克合作的《張愛玲，請留言》（2001）。臺灣和香港的距離如此之近，但我們對香港劇場的接觸與理解卻總是隔層紗，在資料的蒐集方面，相較於越來越多的大陸簡體字書店，從中蒐購大陸戲劇研究的相關書籍與影像資料，香港劇場的相關資料在臺灣卻是極不暢通的，更遑論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泰國、越南、美國等地的華文劇場資料。

我還記得早些年，香港還有前進進劇團、進劇團、壯劇團、沙磚上劇團，澳門也有曉角劇團，新加坡則有實踐劇場與必要劇場等華文劇場團體來臺演出，不管是搭著「華文戲劇節」 的順風車來到臺灣，或者是民間藝文團體的藝術節邀演，甚至是皇冠小劇場曾主辦多年的「小亞細亞戲劇網絡」，至少在華文戲劇的交流上，可以讓城市間的戲劇活動有進一步的互動。近幾年則呈現「M型社會」的劇場版，大者由官方、藝術經紀公司或財團引進像《立秋》、《一把酸棗》、《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等大陸劇目，小者則由類似像牿嶺街小劇場串起「戲劇共同體」，或是交界製作體這幾年將幾個臺灣小劇場引介到北京、青島和上海，這些城市戲劇交流，可以看得出是人脈使然。

長期觀察華文劇場，會發現大陸的文革與經濟崛起、臺灣的戒嚴、臺海關係的詭譎莫辨、港英與澳葡的殖民、新加坡的英化華人與馬來西亞的少數華族、印尼的排華，還有臺、菲之間的戲劇交流斷層等等，都在歷史的不同階段與不同範疇，造成當代華文戲劇發展與交流的阻隔因素，這裡頭所牽涉到的華人離散經驗、身分認同政治、語言、族群、殖民、想像共同體等諸多複雜糾葛的政治經濟學與文化課題，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解決或舒緩的，破除以「國家」為單位的政治「僵」界，疏通城市文化交流的渠道，以「華文」（包括語言、文字與文化）做為彼此間的最大公約數，才能夠海納百川成其大。
【參】理論篇
人類歷史自十五世紀歐洲海權強國海外拓殖以來，到了1930年代，可以說除了歐洲及其它非常少數的國家及地區之外（比如中南半島上的泰國），幾乎都成了歐美、日本列強的殖民地，這是帝國主義擴張以來的最高峰；以大英帝國來說，當時全球差不多有四分之一都是她的領土或殖民地，所佔的人口比例也達到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到了二戰結束、1940年代後期，才在中東及東南亞興起了第一波去殖民、爭取獨立的浪潮，隨後在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初期，有更多原屬大英帝國殖民地的非洲與南美洲國家或地區紛紛獨立，甚至到了1997年將香港歸還給中國，帝國的光環漸漸暗淡下去。這不單單只是大英帝國的概況，其他像是法國、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家，也都面臨屬下殖民地紛紛獨立而去的情形；如何面對殖民文化所留下的銘刻印記，成了當代後殖民理論研究的核心課題。

被殖民者不論是在受殖民時期，甚至是後殖民時期，經常會以殖民者的眼光看待自己，異化自己，產生自卑與依賴的心態；後殖民理論的行動綱領講求的是如何「逆寫帝國」（The Empire Writes Back），運用哲學、電影和文學等各種文藝媒介，與殖民統治所遺留下來的文化傳統進行諸番扭打，在解殖／去殖（de-colonization）的行動中，針對殖民政權所施壓迫的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進行拆解、揭露與反省，企圖翻轉西方對東方（或非西方）長期以來所持續的「異國情調化」（exoticization）與「東方主義化」（orientalization）的刻板印象，進而建立自我的文化主體性。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從被殖民者的自身經驗或常民記憶裡的口述歷史做為出發點，積極記錄、書寫、傳播庶民百姓與殖民主義者一邊抗爭一邊妥協的真實歷程，恢復傳統文化，並從中發掘出創新當代文化的潛力，重建被殖民社會的集體歷史與文化認同，以對抗殖民時期的遺忘。

王婉容發表在2004年10月號《中外文學》（第33卷第5期）的〈邁向少數劇場──後殖民主義中少數論述的劇場實踐：以台灣「歡喜扮戲團」與英國「歲月流轉中心」的老人劇場展演主題內容為例〉，是國內少見的一篇關於後殖民劇場的實踐論述，她在文中歸整了後殖民理論主要採取的藝術文化策略包括：【1】對位閱讀（contrapuntal reading），這是Edward Said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與《文化及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等書中所使用的方法，主張非西方的國家以其本國、本地文化的文本，大量與西方國家的文化文本進行平等均勢的閱讀，以對抗、顛覆西方以「他者化」的角度再現其他文化的論述霸權，並企圖藉此更加釐清帝國主義與各國文化之間相互交織、影響的複雜關係。【2】賤民發言（subaltern speak），這是Gayatri Charkravorty Spivak對西方學者與知識分子所提出的強烈質疑，她認為這些學者們替弱勢或少數族群及其中的女性代言，其實是再度剝奪了他們的發言權，展現了代言背後的知識暴力和被代言的危險，她主張要為自己的文化主動發聲。【3】雜匯文化（hybridity culture），這是Homi K. Bhabha在《文化的場域》（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一書所提出的概念，企圖解構東方／西方、殖民／被殖民、強勢／弱勢等二元對立的固著觀念，而是著重兩者之間的交互混雜與影響的文化現象，弱勢及被殖民文化可以運用模仿學舌（mimicry）和模擬兩可（ambivalence）的方式，達到反抗及抵制強勢與殖民文化。

當代華文劇場如何應用上述所提到的文化策略，對於西方文化霸權進行反思與批評實踐呢？以下大致簡要地以台灣、新加坡、香港、中國、澳門（依各地名首字的國語注音符號順序排列）為討論範圍，比較各地當代劇場中反西方霸權的現象。

台灣歷來就是一個多元文化雜匯的地區，其中，西方文化主是藉由五十年的日本殖民期間間接輸入歐洲工業革命以來的現代文明，以及1950年代至1980年代由於韓戰、越戰而協防台灣的美國大兵和大批赴美的台灣留學生直接輸入西方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文化；1970年代開始的鄉土文化尋根運動，1987年解嚴後所興起的大量台灣文史重新出土與書寫，台灣歷史記憶的喚醒與文化主體性的建構工程，至今仍多管齊發，方熾未艾，對於西方文化霸權的思想箝制，也進行了反思。在現代劇場方面，主要是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吸收與學習了大量西方現代劇場與後現代劇場的前衛美學形式與創作手法，隨著後解嚴時代的到來，當台灣現代劇場無須也無意再去背負過多沉重的社會政治體制改革使命感時，轉而較多地朝向劇場美學風格探索、本土與在地文化的關懷、弱勢／少數／邊緣議題與論述，不再一味地依賴西方劇場文化霸權。

舉例來說，除了王婉容以三十餘頁的論述篇幅所提到的歡喜扮戲團「台灣告白系列」之外，深受巴西導演Augusto Boal「受壓迫者劇場」理念與劇場實踐方法所影響的差事劇團，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也製作過許多民眾劇場、社區劇場與教育劇場的展演、工作坊、研討會，該團也受到日本前衛劇團「野戰之月」帳篷劇美學形式的影響，對西方的主流文化／藝術／劇場進行反抗與批判，該團近年也與亞洲十幾個國家進行串演，再現亞洲民眾在各自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如何面對後殖民情境與全球化經濟市場的再度剝削，同時展現亞洲各國殊異的表演美學。

台南人劇團與金枝演社則是以大量的台語入戲，並將希臘神話「特洛伊戰爭」的故事，與西方經典劇目如《安蒂岡妮》、《利西翠妲》、《馬克白》、《哈姆雷特》、《羅密歐與茱麗葉》、《終局》、《椅子》等，以「模仿」、「學舌」、「模擬兩可」等方式，進行重讀與改編，與台灣社會文化情境產生對話，使原本所謂的「經典」被在地化、當代化，並重組成新的意義。

大量地向傳統戲曲、民俗文化、陣頭技藝取經，也是反寫西方霸權的主要方式，像是優人神鼓如修行般地以鼓、樂、舞、武所創作的《聽海之心》、《金剛心》、《與你共舞》、《禪武不二》；早期的台灣渥克劇團向民間走唱藝人與庶民娛樂學習表演美學形式；梵體劇團（原為極體劇團）與上默劇團以回歸原點進行東方式的身體修練；身聲演繹社以大量東南亞與非洲的打擊樂器，融合儀式性與狂歡式的身體；還包括這幾年所興起的實驗戲曲風等等；積極地從台灣或東方（非西方）的傳統文化中尋找表演美學與劇場語言，重建自我文化的主體性。
新加坡是一個以華族文化為主體的移民社會，其種族之繁多，生活習慣、語言、宗教也相當多元，比起台灣有過之而無不及。自1824年起正式成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到1963年與馬來亞聯邦、砂勞越、北婆羅洲成立馬來西亞聯邦，直到1965年退出聯邦而獨立建國，前後所受的殖民時間有一百三十九年，獨立後規定馬來語是該國國語，英語、馬來語、華語、淡米爾語均為官方語言，但英語為行政用語，學校也多以英語為教學語言；這可以說明大英帝國對新加坡所留下的殖民文化影響不小，對於這樣的西方文化霸權與多族多語多元文化情境，當地華語現代劇場所採取的方式之一是再現真實，比如郭寶崑所創作的《夕陽無限》（2000年曾來台演出），劇中使用了華語，掺雜了英語、馬來語、印度語以及廣東話，完全在舞台上再現新加坡的多語語境，重要的是，這並沒有造成觀賞與理解的障礙，這也並非是郭寶崑偶一為之的突發奇想，而是在他的創作作品當中的普遍現象（有時甚至也有閩南語、印尼民謠、潮州話、日語），令英語所代表的西方文化霸權在其劇本中被雜匯在其它語種之間。

新加坡短短四十多年的建國史，小小的國土面積，想要在大國環伺的東南亞自保，或者想被世界看到，她所採取的文化策略就是凸顯「東南亞」／「亞洲」跨文化視野，新加坡當代劇場導演王景生走的就是這個路線，他不斷地從傳統文化與當代劇場找到創作的泉源，以2006年在香港標榜跨文化表演的「新視野藝術節」中，他的「劇藝工作坊」（Theatre Works）便演出《藝記》（Geisha）[按：節目單上標明「藝記」，而非「藝伎」，在此並非筆誤]，演員來自美國（美籍非裔）、日本，該劇曾在美國、瑞典、新加坡、香港、荷蘭上演；王景生的下一步計劃是對梅蘭芳的戲曲藝術進行當代的跨文化詮釋。

香港的文化情境亦很特殊，從十九世紀中葉起割讓或租借給大英帝國，至1997年主權回歸中國，在1941年至1945年期間，還曾被日本佔領三年八個月；不管是港英殖民政府時期，或是九七回歸中國之後，香港在主權的定位上都是屬於依附性的，九七回歸與基本法的制定，實行所謂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政策，在當年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承諾下，讓香港在回歸後的五十年間，「馬照跑，舞照跳」，北京中央政府的如意算盤是：主要控制其政治、外交及國防等權力與決策，經濟發展則繼續保持穩定繁榮的局面，只要穩定地經營「一國兩制」治理模式，可以產生收回台灣的示範作用。香港由於從港英時期開始，就已經是全球最富裕、經濟最發達和生活水準最高的地區之一，同時也是亞洲重要的金融、服務和航運中心，並以廉潔的政府、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經濟體系以及完善的法制而聞名於世，雖屬彈丸之地，視野卻望向全世界，各種文化也在此匯聚，因此，香港介於多方政治角力與多元文化並存之間。

香港所面臨的去殖民過程和其他許多地區是大不相同的，那並不是要獨立，而是回歸，欲商討的對象，從曾為宗主國的英國過渡到將為未來母體的中國。1984年中英雙方簽定〈中英聯合聲明〉之後，確定九七回歸的時程，但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卻讓香港人心惶惶不安，引發移民潮，香港人對於自我的身分認同也有更為深刻的反省與思索。

1980年代中葉湧現的「九七劇」創作潮，就是在探討這個身分定位的問題，也是長期被殖民潛意識的釋放，例如香港話劇團1985年演出了陳敢權編劇的《1841》、袁立勳為「生活劇團」導演了《遷界》、「中英劇團」排演了杜國威與蔡錫昌合編的《我係香港人》等，就在反應香港人對九七問題的困惑，或者說，透過戲劇再現的方式，將問題凸顯出來，讓問題不再是問題，而是香港人尋找自我身分認同的一個過程；有趣的是，九七回歸之後，所謂的「九七劇」熱潮就漸漸消退了，轉而為消費性較強的戲劇作品。

和台灣一樣的是，香港在1970年代也興起了一股本土文化熱潮，以及創作寫實劇的風氣，企圖以本土主義走出殖民地的文化框架；1980年代中葉除了九七劇之外，尚有許多以感性筆調勾起香港人對歷史記憶特殊情感的劇作，多半都是香港話劇團的作品，像是《誰繫故園心》（陳尹瑩）、《人間有情》（杜國威）、《傾城之戀》（陳冠中）、《月有圓缺》（杜良媞）、《花近高樓》（陳尹瑩）等等。根據陸潤棠的研究（《西方戲劇的香港演繹：從文字到舞台》，香港中文大學，2007），同樣是以香港話劇團為例，九七前和九七後改編或上演西方翻譯劇（減少）和當地原創劇（增加）的數目顯然呈現此消彼長的現象，這應該也和該團的第三位藝術總監毛俊輝的「中國情」大原則創作路線有關；但是耐人尋味的是，翻譯的作品仍然繼續演出，且該團歷來對於翻譯劇不管是在內容或形式上多忠於原著，並不多作本土化或中國化的處理，保留原劇中的主旨大意與意識形態，而那些具有歐美中心價值話語，也隨著這樣的路徑繼續進行文化轉移。

因此，香港當代劇場所面臨的困境是，夾在「從殖民統治中覺醒」與「適應新的國家認同」之間，盧偉力曾經在《破浪的舞台──香港劇本十年集：八十年代》導言中，歸納出當前交織在香港的四大文化話語：把回歸中國視為再殖民化、強調中國跟香港在文化上同根、爭取建立香港本土的政治民主和自由、把歷史論述指向中共權威。這的確點明了香港在身分文化認同上的複雜情境。

相較於台灣或香港的戲劇發展，澳門現代劇場發展雖然不是那麼蓬勃，或者占有領先華文戲劇的地位，走的主要是校園戲劇、老人演劇路線，手法也以寫實為主，與其說受到西方演劇文化的影響，不如說受到香港和中國的影響較多，尤其是香港，在語言的溝通上與地理的交通上更為便利。澳門在反西方霸權的策略或例證，大抵就是本土主義，比方說李宇樑的《澳門特產》，以澳門人、澳門事為主，以寫意的手法表現1960年代至1990年代的澳門風情、社會變遷與身分認同的問題。

另外則是代表雜匯文化的土生葡人（Macanese）戲劇，在澳門，大致存在著五語（葡萄牙語、粵語、普通話、英語、澳門語）三文（葡萄牙文、華文、英文）的語文情境，其中最為特別的當屬澳門土生葡人所使用的土語（Patuá），又稱澳門語或澳門方言，主要是一種混合了葡萄牙語、馬來語、粵語的再生語言，並成為土生葡人的母語，澳門僅有2％的人（約一萬人左右）在方圓十公里的社區使用。土生葡人劇作家飛文基（Miguel S. Fernades）曾經在1993年葡萄牙總統蘇亞雷斯訪澳時，創作了《見總統》，這是一齣幽默風趣的喜劇，演出大約半小時，劇終拋出「我們不是葡萄牙人，又不是中國人，究竟是什麼人？」，如實地再現了土生葡人極其尷尬的身分問題，並引發了關注與迴響。

對於西方霸權的理解，中國所說的霸權一般指的就是美國，反西方文化霸權就是反美國文化霸權，在文化策略上通常採取大中華主義（或新種族主義），結合「經濟崛起」、「大國崛起」、「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等自我意識教育，營造東半球強權的形象，這些基本上都是冷戰三、四十年所留下來的影響；美國曾有一段時期邪惡化、妖魔化中國，將中國人視為「黃禍」與「東方夢魘」。

中國與美國（西方）雙方文化誤讀歷來有之，中國當代劇場在反西方霸權的表現上，似乎與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若合符節，反過來將美國視為一個大肆批判的對象，如2000年引起極大反響與爭鳴的《切‧革瓦拉》，既歌頌了革命英雄切‧革瓦拉，也諷刺了當代的流行與消費文化（美國即最主要的代言人）；要不就是將歷史格局與人物形象極力地放大，近年好些所謂的歷史史詩劇都有這樣的傾向，在劇場裡頭劇團和觀眾一起打精神嗎啡。

吳戈在其所寫的《中美戲劇交流的文化解讀》（雲南大學出版社，2006）一書中，高度評價了1987年由孫惠柱與費春放所合編的《中國夢》，該劇同時在中國和美國上演，飽含了跨文化元素，劇作家讓人物關係在結構上做了一個文化省思的錯置，讓有中國哲學博士學位的美國青年John Hodges深研沉醉於莊子哲學與中國情調，做著「中國夢」，而中國赴美的女留學生明明則是接受了美國的拓荒競爭精神，在美國開餐館；劇作家意使通過美國人的中國夢與中國人的美國夢，表現出跨文化交流當中的誤解、錯位與身分的迷失，揭示文化交流過程裡中國人和美國人、中國和美國相互想像的情境。

粗略地概觀了五個華文地區的當代劇場中反西方霸權的情形，所舉例證不免掛一漏萬，但我們仍可以感覺到，對位閱讀、跨文化表演、雜匯文化、本土主義與文化內部交流主義（intraculturalism，印度反西方劇場霸權學者Rustom Bharucha所提倡的反制策略，指以民族國家內各種多元及殊異的文化為基礎，先在地化地深入探討並促進其彼此的瞭解，再全球化地在國際上推展與他國文化進行文化內部交流）等，大致可以視為後殖民時期，少數與多數、他者與自我、邊緣與中心、在地化與全球化、階級間、種族間，甚至性別間、性傾向間的對話模式。
【參考書單】
這份書單主要分為六個部分：（壹）華文戲劇；（貳）中國大陸當代戲劇；（參）臺灣當代戲劇；（肆）香港當代戲劇；（伍）澳門當代戲劇；（陸）新加坡當代戲劇。斷代為1970年代迄今，內容主要涵蓋戲劇發展史、劇本、戲劇評論，如行有餘力，則會觸及東南亞其他地區及美華（American-Chinese）地區的華文戲劇。書單雖然稍嫌長了些，但我閱讀與關注的焦點卻很清楚，即「想像／解構當代亞洲華文戲劇共同體」與「當代華文戲劇中的現實再現與認同政治」。分別介紹說明如下：

【壹、華文戲劇】

這部分的書單主要是結集與未結集的華文戲劇節學術研討會論文。

「華文戲劇」這個用語，形成學界共識，大致源起於1996年在北京舉辦的「第一屆華文戲劇節」；採用這樣似有共識的用語，除了是要迴避政治現實的敏感問題之外，也希望透過這個戲劇節的持續舉辦，凝聚全球華文戲劇的溝通、交流與合作。「華」的選用，在這樣的戲劇節慶與學術研討會語境下，幾乎成了一個可以跨區域的、跨歷史的、跨語文的、跨政治的、跨認同的最大公約數，或所謂的「想像共同體」；然而當我們進一步地思索，會察覺到在這個用語的背後，其實是以中國大陸近年隨著經濟發展而和平崛起、所發展出來的「大中華主義」為主導力量。

閱讀的重點在於：重新爬梳與檢視華文戲劇的形成過程與權力操控、「華性」（Chineseness）的想像與解構、普遍與差異、離散與認同。

方梓勳編。《新紀元的華文戲劇：第二屆華文戲劇節（香港‧1998）學術研討論文集》。香港：香港戲劇協會、香港戲劇工程，2000。
李觀鼎主編。《回顧與前瞻：第四屆華文戲劇節（澳門‧2002）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戲劇協會，2004。
林克歡。《詰問與嬉戲》。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1999。
胡耀恆、鍾明德主編。《華文戲劇的根、枝、花、果：第三屆華文戲劇節（臺北‧2000）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

【貳、中國大陸當代戲劇】

這部分書單鎖定的斷代主要是後文革時代迄今（1977年以後至今），多是關於這個時期的戲劇演變與評論；在這裡的語境當中，「中國」是一個強勢的政治框架，內容常常指涉的其實只是京、津、滬、廣等大陸沿海的發達城市。

中國大陸的當代戲劇一路從探索戲劇走來，在中國戲曲改良傳統、史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i, 1863-1938，俄羅斯劇場與表演的創新者）為代表的現實主義／寫實主義戲劇觀、以及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的「敘述體戲劇」（episches theater）之間不斷對話與撞擊，衍生出了新時期的京派話劇、海派話劇、關東話劇、嶺南話劇、先鋒戲劇、小劇場、女性戲劇、精品工程、小資劇場、校園實驗戲劇、新戲曲等等五花八門的當代戲劇樣貌。

閱讀的重點在於：中國大陸當代戲劇的國家敘事與歷史書寫是如何運作的？

上海文藝出版社編。《探索戲劇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
于平主編。《國家舞台藝術精品工程論評（2003-2004）》。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
王正、田本相主編。《小劇場戲劇論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2。
王新民。《中國當代話劇藝術演變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0。
王新民。《中國當代戲劇史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
北京戲劇家協會編印。《北京戲劇評論年刊（2005）》。北京戲劇家協會內部資料，2006。
田本相。《現當代戲劇論》。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
孟京輝編。《先鋒戲劇檔案》。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倪宗武。《中國當代話劇論稿》。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6。
張炯主編。《新中國話劇文學概觀》。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
陳吉德。《中國當代先鋒戲劇（1979-2000）》。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4。
馮遠主編。《國家舞台藝術精品工程論評（2002-2003）》。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4。
雷達主編。《中國新時期戲劇研究資料》。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
蔡體良編。《探索的舞台》。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9。
藺海波。《90年代中國戲劇研究》。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
田本相主編，《新時期戲劇述論》，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

【參、臺灣當代戲劇】

這部分的書單所討論的大致是自1970年代以降的臺灣當代戲劇發展史與不同角度的論述與評論。由於在當前的臺灣政治語境裡頭，「臺」字當頭，而「中」、「華」都是政治不正確的，所以完全看不到有專書在研究華文戲劇或中國大陸當代的戲劇發展；書單中象徵性地列了兩本掛有「中國」二字的專書，一本是《中國話劇史》，另一本是《中國現代戲劇的兩度西潮》，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本書的「中國」，指的是「中華民國」，內容同樣涵蓋了1912年至1949年的大陸時期，以及1949年以後的臺灣時期。

這三十多年的臺灣當代戲劇發展史，主要可以解嚴（1987）作為一個分水嶺，之前與之後的身分認同政治、戲劇史／歷史的書寫策略都有很大的轉變，還有本土化與全球化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危機與轉機，是這部分書單的閱讀重點。

Diamond, Catherine（戴雅雯）著，呂健忠譯。《做戲瘋，看戲傻：十年所見臺灣劇場的觀眾與表演（1988-1998）》。臺北：書林，2000。
王友輝。《姚一葦》。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3。
王墨林。《都市劇場與身體》。板橋：稻鄉出版社，1992。
朱俐總編。《海峽兩岸暨香港地區當代劇場研討會論文集》。板橋：國立臺灣藝術大學，2002。
吳全成主編。《臺灣現代劇場研討會論文集：1986-1995臺灣小劇場》。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6。
吳若、賈亦棣。《中國話劇史》。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5。
吳靜吉等。《蘭陵劇坊的初步實驗》。臺北：遠流，1982。
林偉瑜。《當代臺灣社區劇場》。臺北：揚智，2000。
邱坤良。《臺灣劇場與文化變遷：歷史記憶與民眾觀點》。臺北：臺原，1997。
邱坤良。《臺灣戲劇現場：抗爭與認同》。臺北：玉山社，1997。
金明瑋。《張曉風》。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
馬森。《中國現代戲劇的兩度西潮》。臺北：文化生活新知出版社，1991。
馬森。《臺灣戲劇：從現代到後現代》。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2。
馬森。《戲劇：造夢的藝術》。臺北：麥田，2000。
廖美玉主編。《一九九九臺灣現代劇場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9。
鍾明德。《臺灣小劇場運動史：尋找另類美學與政治》。臺北：揚智，1999。
鍾明德。《繼續前衛：尋找整體藝術和當代臺北文化》。臺北：書林，1996。
鴻鴻。《跳舞之後‧天亮以前：臺灣劇場筆記（1987-1996）》。臺北：萬象圖書，1996。
【肆、香港當代戲劇】

首先可以感受到的是這部分的書單羅列了較多的書目，主要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在九七回歸以後，主導出版了相當多關於香港當代戲劇的專書，觸及了香港戲劇史、戲劇評論、劇本等範疇。

從回歸前的英殖香港，到回歸後的必須重新適應國家敘事的香港，香港人對於「港性」（Hongkongness）的尋索與形塑，有了更強烈的欲望，但相對地，面對中國國家敘事的書寫與銘刻的強大壓力，卻也多了幾許無奈與失落。在這部分的書單裡頭，就有多部劇本和多場座談會的紀錄，都是在探討九七回歸之後的當代香港戲劇所面臨的困境，以上這些也是這部分書單所要閱讀的重點。

丁羽編。《香港劇壇360度：97-98劇評人座談會紀錄》。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1999。
小西編。《千禧之前：香港戲劇2000》。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2002。
小西編。《由劇藝到藝術體制：劇藝研討會九八至九九紀錄》。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1999。
小西編。《香港劇壇360度：98-99劇評人座談會紀錄》。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2000。
小畢編。《香港劇壇3600：2001-2002劇評人座談會紀要》。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2003。
方梓勳、蔡錫昌編著。《香港話劇論文集》。九龍：中天製作有限公司，1992。
方梓勳編著。《香港話劇訪談錄》。香港：香港戲劇工程，2000。
朱琼愛編。《香港劇壇3600：2000-2001劇評人座談會紀錄》。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2002。
朱琼愛編。《香港劇壇360度：1999-2000劇評人座談會紀錄》。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2001。
佛琳編。《八色風采：香港劇本十年集八十年代》。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2003。
林驄編。《臨界點上：香港戲劇2001》。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2004。
張秉權、方梓勳編。《香港戲劇學刊第一期：香港文化中的戲劇》。香港：香港戲劇工程，1998。
張秉權、方梓勳編。《香港戲劇學刊第二期：蛻變中的香港戲劇》。香港：香港戲劇工程，2000。
張秉權、方梓勳編。《香港戲劇學刊第三期：香港戲劇美學探研》。香港：香港戲劇工程，2002。
張秉權、方梓勳編。《香港戲劇學刊第四期：我們演甚麼戲》。香港：香港戲劇工程，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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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澳門當代戲劇】

雖然同屬粵語地區，也同樣是「回歸」到中國的澳門，缺少幾分政治認同的衝突性，但卻多了幾分天主教耶穌會士所帶來的異國情調，甚至還有文化混血的「土生葡人」（Macaence）指在澳門當地土生土長的葡萄牙裔人士，特別是葡萄牙與亞洲人通婚後在澳門所生的混血後代）。這部分書單的閱讀重點放在土生葡人戲劇與回歸前後身分認同的戲劇創作與評論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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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樑。《李宇樑劇作選》。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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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凡中。《澳門戲劇過眼錄》。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1997。

【陸、新加坡當代戲劇】

1965年獨立的新加坡，是一個以華人文化為主體的移民社會，其種族之繁多，生活習慣、語言、宗教之分歧，但這個島國上的各個族群和平共存、和睦相處，這是研究國際關係或地緣政治者經常引以為例的「多元文化共處並存」。此外這個小小的城市國家，為了要突出自己的國際地位，製造了「亞洲的價值」，讓自己可以走出麻六甲海峽、東南亞，而與亞洲或甚至是世界接軌。

這部分的書單主軸是郭寶崑（1939-2002）的生平、劇作與戲劇事業，他幾乎可以說是第一個意識到、並且積極從事華語劇場的新加坡現代戲劇之父，早在1983年，他就為新加坡的華語戲劇團體策劃了當地的第一屆華語戲劇營，邀請了臺灣的吳靜吉（代表蘭陵劇坊）和香港的楊世彭（代表香港話劇團）等戲劇專家主講課程；他也在1986年，促成蘭陵劇坊到新加坡的戲劇節當中演出該團經典作品《荷珠新配》；甚至還在1987年，直接邀請剛從美國學回葛羅托斯基（Jerzy Grotowski, 1933-1999，波蘭劇場導演）訓練方法的劉靜敏（代表臺灣的優劇場），到新加坡的實踐劇團導演《傻姑娘和怪老樹》，實踐劇團剛剛才在1986年10月份由郭寶崑成立，便為新加坡介紹了葛羅托斯基的貧窮劇場（Poor Theatre）理論與表演訓練方法，當然造成新加坡劇場界一片熱烈反應；同樣是在1987年，第二屆的華語戲劇營開辦，這次則邀請了中國的余秋雨與高行健、臺灣的賴聲川（代表表演工作坊），以及香港的榮念曾（代表進念‧二十面體）等戲劇專家主講課程；在這之後，郭寶崑與表演工作坊的交流也越來越密切，包括1990年邀演《這一夜，誰來說相聲》、1994年邀演《那一夜，我們說相聲》，還有前文所提到的《夕陽無限》等等；這一切都在首屆華文戲劇節舉辦之前。

閱讀的重點特別放在他劇作中所表現出來的多元文化狀態與身分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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